











     
  3.生活与戏剧中的面具与脸谱  
 


































































































































生命力，可他们还把这些形象当成是他们的思想。”（Artaud II P.360） 
  阿尔托没有想到的是，当他把西方社会形形色色的面具抛在脑后去寻求本
真的生命力的时候，他却走进了一个更为原始的面具或脸谱的世界，也就是董
健论文中所说的“巫”的世界。巫文化不是中国特有的，它存在于几乎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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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现代社会里，常常和阿尔托所热衷的迷狂联系在一起。在一个努力实现工业
化现代化的社会里，巫文化，尤其是其中的迷狂的成分，往往被视作需要抛弃
的迷信（除非它能卖钱）；但对身处现代西方文明中心的阿尔托来说，巫文化
所代表的原型形象——具有历史文化深度的类型——比讲究个性化的现实主义
作品甚至比任何现代艺术都更迷人。因此，正当中国戏剧家在如饥似渴地学习
借鉴易卜生主义、斯坦尼体系及其种种相应的现代文明的时候，阿尔托却巴不
得永远逃离西方社会虚伪的无形面具，去拥抱原始社会中赤裸裸的面具。也就
是说，他讨厌社会学的面具，但痴迷人类学的面具。在这一点上他和布莱希特
又是一个鲜明的对比。他们俩都表现出对亚洲文化和戏剧的浓烈兴趣，尽管都
是在西方看到的，对原文一个字也听不懂、看不懂，他们都以自己的先入之见
来诠释或者说夸大、曲解自己看到的表面现象——中国京剧和巴厘舞蹈，得出
了关于亚洲戏剧的恰恰相反的结论。满脑子理性的布莱希特只看到与生活拉开
距离的艺术程式，包括象面具一样的脸谱；而崇尚直觉的阿尔托向往的却是神
秘的巫术、迷狂和图腾。  
  不难想象，要是阿尔托有幸见过中国的傩戏的话，一定会把它奉为最高明
的戏剧。但他说到底是一个思想已经超越了现代社会的外来人，他既不可能真
正掌握原始的面具文化，更不可能把它带回法国去。阿尔托在世时常被看作是
疯子，进出疯人院许多次，根本没有条件常年来搞自己的剧团。倒是在他去世
以后，加速进入后现代的的西方社会使越来越多的戏剧家看到了他那些探索的
意义，纷纷步他的后尘，把古代和非西方社会的面具以及相关的意象用到先锋
派作品中去。英国的彼得·布鲁克和法国的阿瑞安·姆奴西肯对使用面具的亚
洲传统戏剧特别感兴趣，常搞东戏西演；罗马尼亚的安德列·色班等人则重新
发掘古希腊的面具戏剧，古戏新演。董健文中论及的高行健则是中国戏剧家中
最接近阿尔托体系的一个代表，他在《野人》中的表面“复古”和阿尔托的
“东方主义”一样，都反映了后现代社会中一部分人对现代社会中极端的专门
化、个性化的一种反拨。比较起来，中国的现代化程度毕竟还比不上西方社
会，因此，这种以巫的形式出现的先锋派面具重构要成大气候还有待时日。  
  当然，近年来欧美也出现了一些对非西方的神话面具毫无兴趣、只关注自
己赤裸裸的自我的行为表演艺术家（performance artist），他们把阿尔托
反社会、反文本、重个人、重形体的倾向推到极端，在演出中尽情地展览和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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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自己的心灵和身体，常常是从性乃至同性恋的角度来看自己以及与情人的关
系。这样的自传自展体演出刚问世时让人耳目一新，不免为表演者的勇气和真
诚而折服；但类似的表演一多，就给人一种自恋自夸和暴露癖的感觉，要使人
怀疑他们“解剖自己”的真实性了，就象某些热衷于展示“自己”私生活经验
的“自传”小说家一样。其实社会学家早就说过，人即便是在赤裸裸“袒露”
胴体和心灵的的时候，也很可能是戴着面具的。对那些当众表演的演员来说，
表面上暴露得越厉害，心理上的面具可能还越厚。 
 
